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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20 年代的广州, 是中国政治、 文化生态最繁盛、 活跃的地方。 在革命、 反帝救国等

时代话语的关照下, 身处其中的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成就了一种深受时局影响的媒

介文化样式。 具体而论,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语借用古语、 谚语、 成语等入文, 套

用古典诗词格式进行创作, 具有 “文白相间” 的特点; 广告图片在传递时代意义与创造 “虚幻价值” 的

过程中呈现多重性表达的特点; 广告策略具有政治化诠释与互动性传播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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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20 年代的广州报业发展迅速。 《真共和报》、 《广州民国日报》、 《国民新闻》 都在这一时期

极具影响力, 而 《广州民国日报》 成为其中之最。[1]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 《广州民国日报》 的国民党

党报身份并没有影响其紧跟时局、 记录民生的历史功用, 被后人誉为 20 世纪 20 年代广州社会生活的

“化石”。[2] 笔者发现,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在承担香烟推销这一基本功能之外,
对当时中国的政治、 经济、 文化均有涉猎, 成为反映时代变迁的特殊文化景观。 本文以 《广州民国日

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为分析文本, 从广告语、 广告图片、 广告策略三个方面探讨广告文本的时

代特色, 以期对当下广告创作有所启示。

一、 广告语: 文白相间

广告传播是一种动机明确, 把商品事实、 概念进行 “再创造” 的 “信息语言”。[3] 广告信息语言的

创作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包括创作者对产品的理解、 对消费者的认识以及对传播环境等多种因素的把

握。 具体到报刊广告中, 带有主观色彩的 “信息语言” 主要通过广告语进行广告信息传播。 《广州民国

日报》 (1924—1927) 香烟的广告语由文雅语体与白话语体共同组成, 且两者的分布情况并不均匀。 这

种 “文白相间”① 的特点与广告创作意图不谋而合, 一方面实现了商品信息的直白呈现, 另一方面也满

足了广告信息语言的 “再创造”。 在这里, 也包括对文雅语体格式及修辞方式的套用等。
(一) 套用文雅语体格式及修辞方式

香烟的商品信息较为单一, 除品牌、 规格、 厂商名称、 产地等信息之外, 广告语对香烟品质、 制造

工艺、 价格等信息进行了直白呈现。 在这类广告中, “文白相间” 的广告语言特色主要表现在对文雅语

体格式和修辞方式的套用上, 如对仗句式的运用, 文言句式的点缀等。 一则富而好施牌香烟的广告语

为 “烟叶黄嫩, 气味香醇, 诚为烟草中之王。 提倡国货者请尝试之。” [4] 广告语对香烟的烟叶及气味进

行了相对直白的描述。 在双烟牌香烟广告中, 其广告语仅有 “烟味最佳, 定价最廉, 国货香烟” [5] 12

① “文白相间” 指由一部分古代典雅的表达形式与一部分白话口语的表达形式交替使用的情况。 本文也包括对文雅语体的格

式及成语的部分套用等, 后文的 “文白” 即 “文雅语体” 与 “白话语体” 的简称。 参见铃木庆夏 《论文白相间的叙事体中文雅语

体形式的篇章功能》, 《语言科学》, 2010 年第 5 期, 第 244-25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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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 广告语以香烟的品质和价格的信息传递来凸显广告诉求, 套用了对仗句式, 增强了传递信息庄

重、 典雅的气质, 同时恰到好处地对香烟品质、 材质等进行了直白的呈现。 在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中, 广告主题多以提倡国货、 挽回利权等内容为主, 修辞方式则套用文雅语体

格式, 增强了表达的气势及效果。 华商烟公司的胜利牌香烟广告中, 广告语为 “提倡国货, 奋斗到底,
必获胜利。” [6] 从香烟品牌到广告语言, 其目标诉求可谓简单直白, 但其宣传、 号召的力度得到了有效

的提升。 这类广告语言创作更偏白话语体一些, 原因在于一方面受 “五·四” 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白

话语体表达已经成为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报刊语言; 另一方面, 对商品品质、 价格等确定信息的表述,
白话语体的近似 “喊口号” 直白 “叙事” 方式更有优势。

(二) “语体转换” 的创造性

直白呈现的广告语准确地传递了广告信息, 然而广告语言的真正魅力则是消费意念的 “再创造”。
在商品与欲望、 快乐的理想图景之间建立起清晰的关联, 描绘一个同日常生活相分离又代表日常生活

的世界。[7] 这种创造为消费者营造了一种超越商品本身的消费想象, 想象的图景可以是现实生活, 也

可以是超越现实的理想世界。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通过文雅语体与白话语体之间

的 “语体转换”, 实现了对香烟这一 “高同质化” 商品消费意念的 “再创造”。
20 世纪 20 年代, “国货运动” 成为保全中华民族经济权益不受侵害的重要场景, 而 “提倡国货”

成为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创作的最佳选择。 在香烟和人们的爱国热情之间建立一

种关联, 创造富有时代特色的消费想象。 一则宝塔香烟的广告词是: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这是

国产的宝塔香烟, 是救中国命的。 诸人见了这七级浮屠便当想想救国的责任。” [8] 广告语将 “救人一

命, 胜造七级浮屠” 的成语与国产宝塔牌香烟 “救中国命的” 历史使命建立关联, 试图营造这样一个

消费意念: 选择国货宝塔香烟, 就能救中国的命。 关联建立的中介是 “救人一命, 胜造七级浮屠” 这

一文雅语体。 在这里, 文雅语体和白话语体的转换 ( style-shift) 是一种表示要进行事件叙述或者意象

具体化的篇章标志 (discourse marker)。 在信息结构的组织方式上, 白话语体负载了直接叙述事件具体

进程 的 前 景 信 息 ( foreground information ), 而 文 雅 语 体 则 负 载 了 种 种 背 景 信 息 ( background
information)。[9] 文雅语体的使用给白话语体叙述的事件的具体进程提供了背景支持。 浮屠有佛塔、 宝塔

之意, “救人一命” 与 “救中国命的” 转换在文白相间的广告诉求中显得顺理成章。 一则百雀牌香烟的

广告语是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睇 (取粤语 ‘看’ 的意思) 戏睇内容, 食烟食味道。 我们大家奋起

争福气未来!” [10] 在这里,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 是文雅语体, 而后套用诗词格式将香烟的 “味道”
这一广告诉求入文, 白话语体的内容则侧重号召大家为国家的未来抗争, 同样传递了 “选择国货香烟,
就是爱国, 就是为国家挽回利权” 的消费意念。 “文白相间” 的叙事结构既是对宏大时代主题在经济领

域的关照, 又是广州人民社会生活的体现, 其庄重、 典雅, 节奏感强, 富有韵致的语言特色也丰富了

广告语言创作的途径。
(三) 借用诗、 词格式进行广告语创作

以写意见长的古诗词格式在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的香烟广告创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借

用, 按照律诗骈文对仗、 押韵等要求, 将广告诉求嵌入其中, 借用古诗词的意韵美, 达到传递广告诉

求的实际目的。 珠江牌香烟两则广告语中, 一则是 “最是耐人寻好味, 心心怀念有情烟。” [11] 另一则

是 “欲寄相思无红豆, 斜晖归棹满珠江。” [12] 两则都是对仗工整的七言, 第一则香烟的 “好味” 嵌入

其中, 试图诠释这样一种消费意念: 珠江香烟味道好, 是情意的象征。 而在第二则中, 明确使用了寄

托男女相思之情的 “红豆”, 并巧妙地将香烟的品牌 “珠江” 嵌入其中, 用 “斜晖”、 “归棹” 营造一

副夕阳西下、 相思之情满珠江的景象。 百雀香烟的广告语是 “爱情浓, 爱国情更浓, 侬爱香烟君爱国,
两心相印坚如金。 君爱侬如宝, 侬爱国货好, 两心如一心, 寄意在香草。” [13] 这则广告语套用古诗词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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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由爱情上升到爱国之情, 并指出两种情感的表达途径是 “寄意香草”, 在美好情感与国货香烟之间

建立了一种关联, 产生消费劝导的作用。 也有一部分的格律要求并不那么严格, 然而其传递信息、 营

造意境的功用已然达到。 多宝牌香烟有这样一则广告语: “帷屏似锦, 闲坐慢沉吟。 郎是好男儿, 应教

黄马长城饮, 务使利权还祖国, 赢回白璧黄金。” [14] 广告语在创作上套用了古诗词的格式, 白话口语

(郎是好男儿) 入文, 旧瓶装新酒, 突出 “收回利权” 的时代呼唤, 后一句白璧、 黄金似有对 “多宝”
品牌的诠释之意。 通过套用古典诗词格式创作的广告语, 既有诗词格式的节奏和韵律美感, 发挥了古

典诗词善于写意的优势, 同时巧妙地将广告诉求嵌入其中, 在写意与写实之间为消费者营造理想的消

费想象空间。
此外, 对白话文诗歌形式的借用成为这一时期香烟广告语创作的又一特点。 无双牌香烟的广告语

是 “我的恋人啊, 你是人间的美人, 你是月宫的香草。 香艳的无双啊, 你不要一刻的离开了我!” [15] 通

过恋人、 香草等几个意象, 营造一种优美的意境, 暗合古诗词中香草美人的审美心理, 进而过渡到无

双香烟, 达到传递广告信息的目的。 七星牌香烟的广告语是 “银河的七星, 是天女的明珠, 香烟的七

星, 是我们的旅伴, 一样可宝, 一样可爱。” [16] 银河的七星与香烟的七星, 可爱与可宝产生强烈对比,
突出广告诉求。 而 “偕侣伴, 游荔湾。 携美丽牌香烟可增风光无限。” [17] 等白话语体的广告语展现的

则是一幅特定历史时期的一种日常生活场景。

二、 广告图片: 多重性表达

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 “媒体文化的重要性既体现在其形式化的图像构成和表达模式上, 也体现

在这些图像所传播的意义和价值观上。” [18]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图片除对香烟形

象的展示之外, 以旗袍美女、 日常生活场景等为代表的图片内容时代气息浓厚, 涵盖的意义及价值丰

富且超出了图片本身, 呈现多重性表达的特点。
(一) 旗袍美女: 传递时代意义

20 世纪 20 年代, 最具民族特色的服装样式———旗袍, 吸收西方的 “省道” 的理念, 裁制得更加合

体, 凸显了女性的 “曲线美”, 成为中西合璧的典范样式。[19] 身着新式旗袍, 或剪发、 或烫发的旗袍美

女是新女性形象的代表, 同时也成为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图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

女性形象。 香烟广告中的旗袍美女手拿香烟, 被放置在不同的生活场景中, 被赋予不同的广告意义,
但无一例外地创造着这样一种时代意义: 吸烟是时尚女性的选择, 你也可以。 多重意义表达的背后是

始终不变的广告诉求, 最大限度地涵盖和劝服消费者选择消费某种品牌的香烟, 尤其是女性消费者。
在时局的关照下, 香烟广告中的旗袍美女所传达的广告意义是从对时代价值诠释的角度切入的: 一是

寄情烟草, 表达对前方征战的男子的思念与鼓励。 在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多宝、 百雀[20] 香烟广告中,
旗袍美女手拿香烟, 或是凭窗而立, 或是低眉静坐, 广告竭力使女性确认, 吸烟是爱国, 是新女性排

解离愁别绪的最佳选择。 旗袍美女将无意义的香烟产品与积极、 理想的形象结合起来, 巧妙地用爱国、
时尚等相关联的社会因素来肯定产品, 达到引导消费的目的。 二是烟如其人, 人生伴侣。 七星、 无双

香烟广告图片通过寓指将香烟与银河的七星、 人生伴侣等联系在一起, 强调香烟就是生活中的伴侣。
这一时期的香烟广告对于女性形象的使用, 除受西方 “美女+商品 =广告” 这一理念的影响之外, 烟商

争夺女性消费者的目的也格外明显。 香烟广告通过对 “旗袍美女” 这一理想女性形象的利用, 结合救

国、 反帝的时代主题, 努力塑造为时代所认可的新女性的理想形象, 传递一种特殊时代所共有的价值,
使消费者沉浸其中而无暇顾及香烟对人体有害这一基本事实。

(二) 日常生活场景: 昭示 “虚幻价值”
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则是广告图片多重性表达的另一选择。 在产品和生活场景之间建立一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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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系, 达到商品作为人的关系的替代物从而产生 “虚幻价值” 的目的。 在香烟这种特殊商品的广告

中, 对人们日常关系的再现不仅能拉近香烟与消费者的距离, 更为重要的是香烟可以弥补人们日常生

活中某些关系的缺失。 女子抚琴, 男子立而吸烟, 香烟作为一种消闲的物品出现; 结伴出行, 游览山

水, 香烟以 “伴侣” 的身份出现; 浓睡初醒, 香烟为伴, 香烟则是寄托思绪之物; 公务之余, 案头一

包, 香烟是公务应酬的必备佳物。 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 把香烟镶嵌其中, 作为一种关系的弥补或者

是一种情绪的宣泄, 在提升香烟 “虚幻价值” 的同时广告诉求得以实现。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图片基于时局的多重性表达, 与现代广告形象试图让消

费者拥有某种商品或通过消费达到一种自我身份确认不同的是, 它所展示的形象是一种号召式的, 是

一种具有启蒙意义的存在。 这种号召不仅仅是出于劝服民众消费国货香烟的商业性目的, 更有对其所

传达的时代价值观的奔走呼告, 如使用国货, 挽回利权; 国家兴亡, 匹夫有责等。 从性别方面看, 广

告图片对女性形象的强调旨在引导女性通过消费国货香烟, 表达其爱国、 支持革命以及对征战疆场亲

人的思念等大时代特有的心里期许。 然而, 香烟广告图片对男性形象的利用则显得较为直白, 多以征

战疆场的英雄形象或忙于公务的绅士形象出现。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图片的传播

超越了纯粹商业广告的范畴, 将关乎国家兴亡的政治、 经济领域话题引入广告图片创作中, 成就了一

种深受时局影响的媒介文化样式。

三、 广告策略: 政治化诠释与互动传播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创意将广告与政治结合, 广告创意策略上极力彰显反帝

爱国、 挽回利权的时代主题, 通过香烟与时代主题、 消费想象的相互渗透、 借用和支持, 共同完成广

告目标。 在广告传播策略方面, 结合热点事件、 重大纪念日及节庆活动开展阶段性广告传播, 通过不

定期抽奖、 猜字游戏、 附送赠品等促销活动进行产品宣传, 传播策略多样且极具现代广告意识。
(一) 广告创意策略: 集中的政治化诠释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以政治宣传、 革命浪潮的现实话语语境作为广告创意的

出发点, 广告创意策略诠释的政治化取向造就了这一时期革命报刊香烟广告文化的特殊景观。 其实现

途径有三: 其一, 做提倡国货、 挽回利权的经济独立宣传。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货运动, 已然成为民族

资本家借以进行产品推广销售的重要噱头, 而国货香烟广告成为唯一能够通过革命报刊登载的香烟广

告。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 做提倡国货、 挽回利权的经济独立宣传成为 《广州民国日报》 (1924—
1927) 香烟广告的主要内容。 红喜牌香烟以 “吸此国货, 挽回利权” [21] 作为广告语, 而 “请备最锐利

的眼光分辨最上等的国货”, “蜂蝶香烟, 质料精良; 挽利救国, 诸君请尝”, “爱国同胞请吸国货香烟,
新富贵香烟” 等关乎经济独立的宣言、 口号成为各大华商烟草公司广告的主要内容。 此外, 国内各大

烟草公司还通过广告承诺、 刊登政府文书等形式证明自己国货香烟身份。 如广州市商民协会烟草行分

会的启示 “华成烟公司香烟系完全国货”, 上海中国三兴烟公司刊载的由国民政府上海地方商务局出具

的香烟 “国货证明书”, 以此达到广告宣传的目的。 其二, 鼓吹反帝爱国, 迎合民众的消费心理。 这一

时期的中国, 民众最为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免于列强欺凌, 争得民族独立。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借以开展广告宣传。 月份牌香烟将保家卫国的时代需求融于广告宣传, “达到

救国目的只要吸月份牌国货香烟”。[22] 上海华成公司则将列强入侵与香烟宣传联系起来, 认为应对

“日本出兵山东问题应采之办法” 唯有抵制洋货, 提倡国货。 广东烟草公司出品的革命牌香烟, 则呼吁

“以国货为武器, 打倒帝国主义。” 其三, 抒写家国情怀关照下的男女之情。 金龙香烟在以 “朝夕相对”
为主题的广告中, 广告语为 “朝夕相对, 唯有此国产名烟, 可解忧去愁。” [23] 而在图片中有 “家国恩

仇未了” 的字样, 将家国情怀与忧患处境搬到了广告中, 其创意实现了家国情怀与男女之情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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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
(二) 广告传播策略: 简单化的互动传播

真正的广告效果不能仅靠一方对另一方的诉求, 只有通过双方的互动才能实现。[24] 《广州民国日

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在增强固有广告内容、 广告形式传播力的同时, 采用一些相对简单的传播

“小技巧”, 进一步加强广告与社会、 广告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与联系, 取得良好的广告传播效果。 其

实现途径有二: 其一, 攀援时事热点。 “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后, 国共两党关系走向对立, 苏联也停

止了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 时局纷变的节奏也在香烟广告中得以显现。 在 “五卅运动” 爆发两周年之

际, 南洋、 华商、 三民、 有成等 11 家华人烟商公司联合痛告, “五卅运动纪念又到了, 外国公司舶来

的劣烟同时又出现了, 同胞忘记他们的凶恶么? 欲为烈士雪恨必要一致打倒劣烟。” [25] 在日本出兵山东

之际, 上海华成公司以提出 “日本出兵山东问题应采之办法”, 认为 “民气一致则国势自强, 提倡国货

则来舶品自灭, 此乃国民经济自卫及民众应采之正当办法。” [26] 在这两则广告中, 广告商将香烟广告宣

传与五卅纪念以及国民党发起的新一轮经济独立运动结合起来, 使得对国货香烟消费的这一广告诉求

与时代需求相结合, 在广告与社会现实的互动中实现了广告意志的传播。 其二, 借力促销活动。 在广

告诉求实现的具体形式上,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发起了不同类型的促销活动, 增

强了广告与消费者之间的互动联系。 如百雀、 喜鹊牌香烟采取有奖销售的方式进行促销。 前一期广告

只刊载了 “巨款招领” 4 个字, 并未透漏任何商品信息; 紧随其后则连续几期在同一广告位刊载了完整

的 “开奖办法”。 三爵香烟借用猜字游戏的手法, 将 “三爵” 两字拆散 “征求答案”, 吸引消费者参

与, 答对者赠送最名贵之日用品两包, 连续刊载两期后揭晓答案。 而随后出现的红字香烟则是中国三

兴烟草公司模仿三爵香烟的杰作, 设问 “阿红是谁?” 采用拟人的口吻凸显香烟 “交际花” 的功能,
“阿红丽质天成, 装饰时髦……由是交际场中, 无阿红不足以资点缀; 寄游世内, 无阿红不足以慰寂

寥。” [27] 似女性昵称的 “阿红”, 以隐喻的手法使得香烟交际功用与日常生活中 “交际花” 的社会角色

合二为一, 在一种更加暧昧的互动关系中, 实现了香烟与消费者之间亲密关系的建构。 由此可见, 《广
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更加注重策略性和技巧性。 然而, 不足之处在于香烟品牌更换频

繁, 无品牌意识; 虽有互动传播的意识, 但仅停留在较为简单的初始阶段。

四、 余 　 论

综上所述, 《广州民国日报》 (1924—1927) 香烟广告在特殊历史环境的浸染下, 成就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媒介文化的一个特殊文本。 在新的历史时间表中, “今” 和 “古” 成了对立的价值标准, 新的

重点落在了 “今” 上, “今” 被视为 “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 它将和过去断裂, 并接续一个辉煌的未

来。” [28] 诚如李欧梵对中国现代性的认识, 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在对这一历史文本的解读过程中, 通过媒

介文化与时局互动的特殊细节展示, 发现古与今的融合与对抗, 新与旧的繁盛与荒芜。 选择这样一个

历史文本来为时局对媒介文化的影响这样一个问题做注脚, 可以肯定的是无法尽然反映与之相关的所

有问题, 希望能为当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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